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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其对“物”的重新理解。新唯物主义的“物”不是自然性的物，而是社会

性的“物”。社会性的“物”是人的感性力量与自然相结合的感性创造物。理解这种新“物”关键在于理

解“物”中的人和人化。沿着对人的感性力量及其创造进行探究的路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阐述了

一种对人的感性及其缔造的关系性的探究与理解。“人化”的“物”关键在于“人化”之中的关系性。而

作为感性力量的人的关系则很大程度上指向权力范畴。马克思的这种理论路径逐渐展开为对人的感

性力量与自然力、人的感性力量之间以及个人的感性力量和社会性——作为感性力量总体的人类社

会——三个层面的关系的分析。这三种关系都是感性力量间的关系，都接近权力关系。从权力关系

的角度来理解新唯物主义，是值得进行深入挖掘的维度。从权力关系来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

学不仅能够在权力的对抗性维度透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指向，同时能够在权力的整合性维度洞察

马克思哲学和20世纪哲学的权力范畴的对接。

一、在社会历史性维度上重建感性概念

从新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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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概念：“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

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

体方面去理解。”[1]在这里，马克思仍然是要强调感性和现实的重要地位。感性和现实是对抗形而上学

和唯灵论的重要基底。不过，马克思所强调和重申的感性和现实，或者说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的认识

对象，与以往的唯物主义还有所不同。

在这段话中，客体以及直观被加粗，其意义在于超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客体的静态的直观方法

论。费尔巴哈对感性的强调，其出发点在于将黑格尔哲学作为“泛神论”来批判，但是其强调感性基础

性地位的同时，也放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在主客体同一的层面上，依

靠的是主体与客体在固有属性上的同一性。主体与客体同时具有的固有的、感性的、实在的属性，构

成主体与客体同一性的存在论基础。费尔巴哈的思想中也有“本质在对象中显现”的思想，但这种显

现是一种固有属性的外在表象，而不是一种从社会历史性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显现。“为

谋与抽象理智的对抗，特别是为谋与思辨推理的对抗，一句话，为谋与近代形而上学对抗计，费尔巴哈

乃诉诸感性，诉诸对象性；而诉诸感性——对象性，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同时意味着诉诸直观，亦即诉

诸感性直观或对象性直观（直观的感性或对象性）。”[2]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对象、现实、感性，不是费尔

巴哈式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意义上的感性，不是纯粹自然性，不是固有不变的属性。虽然马克思承认

感性的基础性地位，但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语境里的感性，却不是静止的自然属性。区别于费尔巴哈

的感性，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和主体的感性概念，认识的对象不是自然的感性，而是实践与历史的感

性。主体和实践属于“人化”的层面，因而马克思的感性具有社会历史性色彩。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社会历史性色彩的感性呢？社会性的感性就是一种关系性的感性。因为人

的活动、主体的实践是人的感性力量的历史性对象化过程，即人的本质力量打开过程。而人的本质力

量打开过程是一种内嵌在关系性中的发展过程。对人进行主体化的设定默认了人作为主体，其活动

是处于主客体交互状态之中的。因此，新唯物主义的感性自始至终都是内嵌于主客体交互之中的关

系性的。在马克思上面那段话的后半句，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实践被加粗，有双重意义。其一，感性

的基础性地位被保留；其二，这种感性及其活动并非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活动的现象，而是人的活

动、人的关系性的感性实践。马克思在新唯物主义中嵌入辩证法思想，实质上是在强调人特殊的感性

活动及其具有的特殊性——显著、复杂、动态的关系性。加入辩证法并在关系性的维度理解人，才让

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关系性的。在新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意义在于揭示人

的感性的特殊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性，三种感性力量间的关系。

不过，虽然马克思的这种新唯物主义，其理论指向了关系性，但马克思还是首先强调人、强调主体

的关键性地位：“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

类。”[3]社会性是人的感性的特殊性，从人的特殊性来理解人，这是马克思首先要强调的基础性立脚

点。所以，以下将首先讨论人的基础性地位，而后将展开关系性的探讨。

二、“物”与关系性的基础是人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接受“物即感性”的基本论断，但却不接受“物即自然”的物之内涵。“物”即人

与人化，“物”即社会历史。在唯物主义中加入人的维度，将人作为基本要素和唯物主义进行融会，是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第502页。

[2]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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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性、关系、权力

为什么感性力量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这是因为，感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

量与意志的对比、比较、比拼，甚至是斗争。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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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权力关系内孕育出的对抗性阐述了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必然崩溃的客观必然

性。但是，马克思思想中暗含的、未充分展开的权力的整合性维度，同样不可忽视。因为，结合海外殖

民的例子来看，权力的整合性维度向我们展示了权力的“主动性”、“能动性”。例如，像鲍德里亚所批

判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资产阶级可以编织符码，完成“能指回指自身”的虚幻循环。资产

阶级可以主动制造消费主义的虚假需求，在为消费而消费的环境中，实现其特定权力类型对社会的组

织与整合。从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到资本主义化的工业，再到资本主义化的信息技术产业，再到资本主

义化的文化产业，等等，产业虽然在换代与升级，但是资本作为实现特定组织和社会整合的权力地位

却是不变的。无论产业是什么，其组织与整合的形式是不变的。究其原因，那就是其整合与组织的权

力类型依然不变。也可以说，感性社会性的人与感性社会性的资本，其对抗性不断消弭在资本作为权

力所进行的整合与组织之中。马克思从对抗性的角度，指出了资本权力的必然崩溃。但晚期资本主

义的新发展情况却不断警示我们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其整合性的巨大效力。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权

力整合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五、权力整合的条件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物”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来理解，我们就要正视马克思权力关

系所包含的两个内涵：权力关系的对抗性和整合性。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与其后的思想家之间，

诸如马克斯·韦伯、福柯、吉登斯，以权力为线索隐含着一条一脉相承的思想路径。马克思之后的权力

理论家们，结合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许多新特点，更少地关注权力关系中的对抗性，而更多地

关注了权力的整合效应，特别是权力整合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马克思新唯

物主义的一种有效补充。

权力的整合需要以封闭性为其首要条件。人口的增长使群体性存在的人变得更加强大。而对群

体性的人进行秩序化与规范化的整合性权力要求一种封闭性条件。只有在一种封闭性的条件下，权

力才能够制定规则，实现统治。如福柯所言：“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

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在这方面有对流浪汉和穷人的大‘禁闭’，也有其他更谨慎

但也更隐蔽和有效的禁闭措施……工厂明显地类似于修道院、要塞和城堡。”[1]进而，福柯引述吉伯特

的话，“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2]，并总结，“规训体制网络开始覆盖越来越大的社会表明，尤其占据了

越来越不是社会边缘的位置。规训体制的扩散证明，原来所谓的孤岛、特殊场所、权宜之计或独特的

模式已变成一般的程式。”[3]马克思描述的海外殖民过程也涉及权力整合的封闭性要求。当劳动力被

资本家带到殖民地之时，如果资本权力不能覆盖整个殖民地，就会出现工人逃跑，买一片空地重新成

为农民的现象。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包揽全国土地，并控制地价，限制工人买地，实际上意欲起到为

工厂提供封闭性的权力整合条件。如马克思所说：“



论 马 克 思 新 唯 物 主 义 中 的 权 力 观 念

2017/2 江苏社会科学· ·

认同即权力的合法性。而韦伯则将合法性细分为三种来源：传统型、法理型以及卡里斯玛型。就资本

主义社会来讲，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主要是法理型与卡里斯玛型。首先，从法理型权力的角度来看，

福柯曾描绘出法治变得重要的历史条件：“在旧制度下，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各自被容忍的非法活动的

余地：有法不依，有令不从，这乃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的一个条件。”[1]而法治的更为重要的地

位的确立，据福柯考察，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财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所导致的。其次，从卡里斯

玛型权力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用效率的“进步神话”，取代神治时期的君权神授。资本主

义，以其“附带”着提高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论证其整合社会的权力合法性。从福柯所考察

的，由中世纪抵抗黑死病为契机，以提高生存效率为由，产生的对人的管控（实际上是对感性力量群体

的整合）的规训传统，一直到哈贝马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生产力发展，

从而不断论证资本整合社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史性地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2]。

资本主义对效率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在做一种卡里斯玛型的奇迹式合法性论证。

再次，权力的整合还需要媒介性条件。权力的媒介，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都做出了相关总结。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媒介主要是话语性的符号体系，权力编织一套观念的联系序列，达到对人的控

制。“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象联系起来的艺术……确立一套能够使

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符号体系。”[3]相互冲突的能量暗示着作为“深邃的尼采主义

者”的福柯语境里的意志间关系——权力关系。符号体系使冲突的能量协调一致，就是权力的整合效

应。与之相似，吉登斯提出，权力是借助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进行延伸，最终实现“在场”的。“在

场”的概念是吉登斯借助现代物理学和海德格尔时间观总结得出的概念。由“


